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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府官员的空间流动是中国国家治理和政府人事管理的一个重要制

度安排。本文以周雪光（２０１６）的“层级分流”模式为出发点，提出政府官员空

间流动与块上流动二元结构的实证假设，并发展出有关的概念工具和测量来

分析政府人事流动网络结构。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某省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间地

级市与（部分）区、县、县级市及其所属机构主要官员人事流动的经验资料进

行了系统性、整体性分析，主要包括：（１）层级分流的基本趋向；（２）条块权力

结构；（３）块上流动形成的地方性人事网络结构诸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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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

政府人事管理制度居中国官僚体制之核心，其组成部分之一是政
府官员的空间流动，即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地向各地派遣和调动官员，代
其执政。这一制度自秦汉郡县制以来实行至今，为整合中国辽阔多元
的疆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历史过程中，人事管理的规则和程序不断
调整、发展，其中一些要素（包括官员的空间流动）延续至今，已经演变
为制度化的实践（曹正汉，２０１１；钱穆，２００１；阎步克，２０１０）。

周雪光（２０１６）提出“层级分流”模式来描述和概括当代中国政府中
官员跨行政区域的空间流动趋向。与历史上的官吏分途模式不同，在
当今的政府人事流动中，只有少数官员经历空间流动，且大多发生在直
接上下级层级之间，即在直接上一级行政区域范围内流动。与空间流
动密切相关的是另一方面：空间不流动。对于大多数官员来说，他们在
职业生涯中有职位的变化和晋升，甚至是在不同政府机构间的流动，但
这些变动通常局限于同一行政区域内，例如同一部门内的工作变动，或
从市（区县）的一个机构调动到同市（区县）的另一机构。在中国政府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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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结构中，空间不流动前提下的人事流动属于“块上流动”。层级分流
导致了空间流动与块上流动的二元分流结构。１

１．层级流动中的空间流动大多局限于在上一行政区域层级的范围之内，故这类空间流动也可
视为在更大范围内的“块上流动”。但本文关注的空间流动和块上流动对地方性人事网络的
影响各异，其治理意义颇为不同，有必要在分析中加以区分。

层级流动为中国国家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特点。与一般性劳动力市
场不同，政府官员流动发生在政府内部的人事市场上。在一般劳动力
市场中，个人可以选择从一个区域流动到另一区域，这样的空间流动通
常反映了个人偏好或劳动力市场所提供的激励，如机会结构和激励收
益的变化（Ｌａｚｅａｒ，１９９５；Ｒｏｓｅｎ，１９８３）。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官员的空
间流动发生在自上而下、相对封闭的科层等级结构中，为一整套人事管
理规则所制约，体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各层级间关系。

近年来，社会科学学者对官员流动的意义和影响给予了极大关注。
如周黎安（２００４，２００７）提出了“晋升锦标赛”理论，强调人事流动（晋
升）与组织激励和经济发展间关系。这一思路推动了一系列学术研究
工作（如张军、高远，２００７；徐现祥、王贤彬、舒元，２００７；王贤彬、徐现祥、
李郇，２００９；陶然、苏福兵、陆曦、朱昱铭，２０１０）。许成刚（Ｘｕ，２０１１）从
经济制度角度讨论了官员空间流动的意义。但这些研究大多以官员流
动作为自变量来解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不是着眼于对官员流动
本身的研究。

从本文关注的官员空间流动趋向来看，现有的文献有如下几个特
点：第一，这些研究大多关注职位变动（如升迁进退），而不是从空间变动
的角度着眼（Ｌａｎｄｒｙ，２００８；Ｌｉ　ａｎｄ　Ｗａｌｄｅｒ，２００１；Ｌｉ　ａｎｄ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Ｓｈｉｈ，

Ａｄｏｈｐｈ　ａｎｄ　Ｌｉｕ，２０１２；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９５；Ｚｈａｏ　ａｎｄ　Ｚｈｏｕ，２００４）；第二，因资料所
限，这些研究大多限于各地域政府层级（省、市、县）上的党政一把手，未
涉及占大多数比例的政府其他官员（如各机构、部门负责人）的人事流
动；第三，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个体层次的特征（如教育、级别、工作经历
等）分析，而不是整体性和结构性的分析。因此，目前关于官员流动的知
识大多局限于主要地域政府负责人或上层精英（如中央委员）的职位或
级别流动，而不包括政府组织中大多数地方官员的流动，也未关注官员
空间流动的趋向。耿曙等（２０１６）对地方官员在省级、地市、区县级党政主
要负责人位上的任期分布做了细致分析，特别考察了在这些职位上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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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弹性任期制度，是目前有关官员任期模式最为系统、详细的研究工
作。不过，耿曙等的研究没有进一步分析这些职位任期前后变化的空间
方位，因此未涉及官员空间流动问题。

本文试图从下述几个方面来丰富和推进中国政府人事管理领域的
研究工作：首先，从层级流动模式出发，提出一系列实证假设来描述和
刻画地方官员人事流动在空间流动和块上流动的基本趋向和特点；第
二，尝试建立关于官员空间流动与块上流动的分析概念和相应的测量
指标；第三，用系统的经验资料来描述和分析某省份中不同层级政府及
其所属部门机构主要负责人工作流动的整体性、结构性状况，建立有关
地方官员流动之经验资料上的基准线（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具体说来，本文聚焦在Ｓ省的１３个地级市和部分区县及其所属机
构主要官员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间人事流动的经验资料，描述和解读这些
官员空间流动与块上流动的基本趋向，以及政府人事市场、制度安排与
实际过程的诸多特点。与已有的研究工作不同，本文的资料包括省级、
地市级、（部分）区县级政府层级及其所属主要部门机构（如宣传部、统
战部、交通局、环保局等）主要负责人的资料，可以对地方性人事网络进
行系统的分析。我们采用描述性统计和网络分析的技术手段来呈现地
方官员空间流动和块上流动的结构形态。

本文构架如下：首先讨论中国政府官员流动的制度环境和组织内
部人事市场的特点。在此基础上，阐述和讨论层级分流模式的基本特
点、相应的分析概念、流动类别和实证假设。然后，在这些实证假设基
础上，用系统的经验材料来呈现地方官员空间流动的趋向和特点。最
后，讨论空间流动及地方人事流动网络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意义。

二、中国官僚机构中的空间流动：背景与意义

（一）中国政府的空间结构
中国政府结构要素之一是以地域为基础的分级管理制度，体现为

自上而下的五级行政层级：中央、省、地级市、区／县、乡镇／街道。依地
域划分的行政管辖权是国家治理结构的基本组织形式和基础。以本文
关注的Ｓ省为例，在中央政府之下，该省是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
包括港澳台）之一，省内的行政区划在不同时期多有调整。在本研究的
数据截止年份（２００８年），我们的资料中共有１３个地级市、４８个县（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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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市）和４９个县级市区，覆盖了该省的整个区域。
在本文中，行政区域是指由一级地方政府（如省、市、县／区）行政管

辖权力之所及而界定的区域。具体来说，我们将地级市层级、地级市下
属区／县（县级市）层级所辖区域看做各有边界的行政区域。在五级政
府结构中，下一级的行政区域（如区县）嵌套并隶属于上一级行政区域
（地级市）。某一行政区域（如区县）与其直接上级区域（如所在地级市）
有垂直的行政隶属关系，但与其他同级行政区域或直接上级区域之外
的权力没有直接的行政管辖关系，因此在正式关系上相互隔离。同级
行政区域权力间（如各县／区）缺少正式渠道进行横向关联和互动，它们
之间的关系或争端往往需要经上级区域领导部门干预解决。这一点与
一般市场中不同组织（如企业、团体）间的平行互动关系形成了鲜明对
比，从而塑造了不同的人事市场结构。

空间流动是指政府官员跨越行政区域（地级市、区／县行政区域）边
界的工作流动，无论职务、级别、工作内容变动与否，均在此列。换言
之，一个官员在本地级市层级范围内、或在地级市下属各区范围内、或
在本县（或县级市）范围内的工作单位变动，均属于行政区域内的工作
流动，即块上流动。这一操作定义是基于本文的研究问题和对中国政
府人事制度的认识而定的。在政府人事制度中，县（或县级区）或县以
上层级有着相对完整和单独的人事管理部门及相对封闭的内部人事市
场。这一操作定义有助于我们从空间流动与块上流动两个维度来刻画
不同的人事网络结构。

（二）作为治理机制的空间流动

２．例如，２１世纪以来，政府人事管理的法规性文件包括《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２０００
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２００２年）、《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
（２００４年）、《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２００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２００５
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２００６年）、《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２００６年），等等。参见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上的相
关信息。

　　在政府内部人事流动市场上，官员的空间流动主要取决于上级权威
自上而下的调动安排。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层次上的努力和经营没有作
用，但就本文关心的问题来说，微观层次上的个人努力不足以影响或改
变人事流动的宏观制度和趋势。在中国政府制度中，人事管理和官员流
动为各种政策条例所规定。２例如，人事规定中的任期制、异地交流、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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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不得在其家乡区域内任职等制度，对入仕、调任、晋升、任职地点、退
出和编制名额诸环节有一系列规定。这些制度规定可以追溯到中国官
僚体制的悠久历史，并在不同历史时期被重新制度化和付诸实践。

官员空间流动提供了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机制。人事管理是
每一个正式组织都面临的挑战，中国的官僚体制链条漫长，这一领域可
谓重中之重。在历史上，即使是那些代中央权力机构行使权力的地方
官员也可能游离中心，与当地利益联盟（例如司空见惯的“土皇帝”现
象），从而削弱而不是加强中央权力（Ｋｕｈｎ，１９８０；Ｌｅｖｅｎｓｏｎ，１９６５）。在
这一背景下，官员空间流动成为中央权力将各地整合为一体的组织应
对机制。中央政府通过对官员的奖惩和在不同行政区域的流动，影响
其职业生涯，强化官员的身份归属感和政治忠诚度。在这个意义上，官
员流动是官僚体制中的重要控制手段，与其他机制如行政指令链条和
激励制度相互关联，构成人事管理制度的核心所在。

简言之，作为控制机制的空间流动有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意义：第
一，它强化了上级政府与下级官员之间的垂直联系。空间流动可以作
为奖赏机制（晋升或向好的部门／区域流动）或惩罚机制（向不好的部
门／区域流动），从而培养和强化上下级官员间的政治忠诚和联盟。第
二，官员的空间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些官员与所在行政区域中
地方利益的连带关系。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命题：行政区域间的官员空
间流动率越高，这些官员与上级政府的垂直关系越为紧密，与所在区域
内地方利益的关系越为松散。

但是，集权有着其成本代价。周雪光 （２０１１）指出，中国国家治理
存在着中央集权与地方治理有效性之间的基本矛盾。权力和资源越向
上集中，地方政府解决本区域内问题的能力就越趋于弱化。这一张力
也体现在政府官员的空间流动上：空间流动速度强化了中央政府对各
地区的控制，与此同时，这一举措也限制了这些官员解决地方性问题的
能力，从而可能对地方性发展产生负面效应。这是因为，若要有效地完
成基本治理功能，如资源配置和社会安定，地方官员需要长时间的任职
期限，以获取地方性知识，获得当地民众的信任，从而完成治理责任。

层级分流逻辑一方面表现在体现集权意志的空间流动，另一方面
表现为大多数官员的低空间流动率或不流动，犹如历史上的官吏分途。
也就是说，大多数官员的工作晋升或变动局限于其所属行政区域中，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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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块上流动”，从而造就了系统的、稳定的地方性人事网络，即各
行政区域内部通过人事流动而产生了各种关系纽带和结构性关联。例
如，许多官员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在县域或区级行政区域内度过，同一
空间的长期滞留和互动有利于形成交织密切的社会关系和地方利益。
许慧文（Ｓｈｕｅ，１９８８）使用“蜂窝状”结构来比喻那些高度分隔的地方性
结构，指出其有利于抵制外来的干预。地方政府官员长期固守在一个
行政区域，更易于构建这种蜂窝结构。值得指出的是，从国家治理的角
度来看，这些关系网络并不只有负面意义。在国家政策实施过程中，非
正式的社会网络在资源动员、问题解决、任务完成和应对各种压力与危
机等方面，都能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周雪光，２０１４）。

在这个意义上，层级分流模式同时包括了空间流动与块上流动两
个侧面，具有整合和分隔的二元性质，蕴含着向上集权与地方自治之间
的微妙平衡。空间流动（或不流动）的范围和程度体现了中央与地方、
不同行政区域间的关联程度。从正式的角度看，官员的空间流动体现
了官僚国家对其领土、国民所能达及的管辖范围和有效性；从非正式的
角度看，这一流动提供了地方利益塑造和演化以及不同区域间相互联
系的线索。而且，空间流动与块上流动之间的关系是变动不居的，随着
政治周期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官员空间流动与地方利益格局在
不同区域和不同时点也会发生变化。下面，我们进一步讨论层级分流
模式的经验意义。

三、地方政府官员的层级分流模式：分析概念与实证假设

中国地方官员的空间流动趋向有着怎样的特点？促成这些趋向的
机制是什么？在这一节，我们讨论层级分流模式在这些方面的意义，在
此基础上提出一组实证假设，用以指导后面的实证研究分析。需要说
明的是，层级分流模式以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实证假设，大多是基于经
验观察归纳而来，或依政府人事管理制度推断得之，并非特定的理论逻
辑推理构建的结果。周雪光（２０１６）从帝国逻辑的角度对这些经验现象
及其治理意义提出了一个理论解释。

（一）层级分流的基本趋向
层级分流模式所描述的基本趋向是：在各层级政府的大多数官员

中，只有最高层的少数官员有可能经历跨行政区域的空间流动，而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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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空间流动通常局限于直接上级政府的行政区域范围。在这里，“行政
区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官员的行政级别相关。级别越高的官员，
其流动范围越广。例如，县（处）以下级别的官员一般只在本县区域内
流动，而县（处）级别的官员则可在上一级行政区域（地级市）范围内流
动。简言之，不同层级的官员有着不同的空间流动率，并且在流动方向
和范围上有着各自的特点（如图１所示，图中的浅灰色区域表示流动的
空间范围）。

图１：政府官员层级分流模式示意图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政府的制度安排和人事管理规则塑造了图１
所示的官员层级流动趋向。在中国行政结构中，上级人事机构的管辖
范围决定了其辖区内官员流动的边界。３官员的职业生涯大多在特定
的行政区域（如乡镇、区县、地级市等）中，依其职务位置来发生和展开。

政府内部人事市场建立在行政区域的基础之上，有着多层级和相互隔
离的特点。例如，县内低级别官员（如科级干部）只能在本县各部门或
县内各区域（乡镇）流动，因为他们的工作安排权限在本县的上级部门
（即县委、县政府）。同样地，县（处）级官员的空间流动范围通常局限于
所在地级市中不同部门或所属行政区域（其他区县）内。

３．政府人事管理制度中“下管一级”（即一级党委决定下一级行政单位中的职位安排）或“下
管两级”的具体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虽有所变动，但这里讨论的人事管理逻辑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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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层级分流趋向是中国政府区域等级制度的衍生结果。这一区
域等级制度塑造了层级分流模式的基本特点：官员的空间流动趋向依其
行政职位和机构而表现出分层次的流动趋向；每一层级最高位置上的少
数官员有可能跨行政区域流动。以上讨论引出下面的实证假设：

实证假设１ａ（Ｈ１ａ）：与大多数固守原行政区域的地方官员相比，
只有极少比例官员有空间流动；不同行政区域层次（如区县与地级市相
比）上有着类似的低空间流动率。

实证假设１ｂ（Ｈ１ｂ）：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一个行政区域边界
内，官员的行政级别越高，其跨行政区域的流动率越高，流动的空间范围
也越广。

层级分流的趋向一方面反映了科层制的金字塔结构特征（即越高层
次的位置越少），一方面也包含了新的内容：（１）在晋升之外，空间流动还
包括同级别职位间的平行流动，因而提供了因不同流动轨迹导致不同人
事网络结构的可能性；（２）层级分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一个行政层次
上，极少比例的空间“流动者”与绝大多数“不流动者”之间分野鲜明；（３）
层级流动的特点导致地域基础上直接上下级层次间的紧密联系，形成了
各层级上“流动的官”与“固守的吏”之间的相对谱系（周雪光，２０１６）。

以上勾勒了层级分流模式的基本特征。为了丰富这一模式，下文
进一步讨论中国政府的内部结构及其对人事流动的影响。

（二）政府条块结构与空间流动趋向
在中国大历史上，自上而下的集权控制和地方性有效治理之间的

平衡是对国家治理的一个挑战，政府的条块双重权威结构是历史上因
此演变而来的制度安排 （Ｑｉａｎ，Ｒｏ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Ｘｕ，２００６），即一个行政区
域内的事务由垂直的功能部门与横向的行政区域权力加以双重管理，
相互制约。以地级市的环保局为例（见图２），它同时接受所在区域的
市政府和上级环保部门（省环保厅）的双重领导。具体来说，市环保局
的人事、财政以及与市辖区内其他机构的互动合作，均受前者的决定和
调度，但在业务上和环保政策的实施落实上则接受后者的指导和督查。
这一条块结构在省、地级市、区县以至乡镇，层层如此，但其分化程度和
边界随层级向下延伸而逐渐弱化。

从人事流动的角度看，条块权力结构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流动途径，
即跨行政区域的流动和行政区域内部流动。前者多为“条”上功能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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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中国政府机构中的条块双重权力结构（以市环保局为例）

或更高权力机构所决定，而后者更多地受到行政区域内“块”上权力机
构的影响。据此，可以进一步提出官员流动的两个维度：空间流动和块
上流动。这两者互为映照，构成了官员空间流动的整体图景。从这两
个维度，我们可以划分如下四种不同的流动（见表１）：

（１）部门内部流动。官员流动可以是在同一行政区域、同一功能领
域中的职位变动，如市环保局内部的职位变动或晋升。

（２）部门间流动。官员流动可以是在同一行政区域内、跨不同功能
部门的职位变动，如财政局局长调经委任职。

（３）条上流动。官员流动可以发生在同一部门但跨不同行政区域。

例如，某市纪委书记流动到另一城市的市委纪委任职。
（４）条块同时流动。官员流动也可能既跨越功能部门也跨越行政

区域。例如，某县委书记调市政府任副市长职务。

表１：空间流动与块上流动维度上的四种流动类型

条　　　块 　　部门内部 　　跨部门

跨行政区域
（３）条上流动
（纪委书记易地任职）

（４）条块同时流动
（县委书记→副市长）

行政区域内部
（１）部门内部流动

（同部门晋升）
（２）部门间流动

（财政局→经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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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难看到，（１）和（２）类型的流动属于块上流动，而（３）和（４）属于空
间流动，其中（３）属于“条”上流动，（４）涉及条块的同时流动。这四种流
动途径在政府人事市场上都可能发生，包括职位上的晋升、平级调动或
其他可能的流动情况（如降级使用）。

同一行政层级上的不同政府机构在条块关系上的紧密和强化程度
每每不同，其中大多数部门机构隶属于所在区域党政领导机构（如市委、
市政府），但另外一些部门机构，特别是那些与人事管理、资源分配有关
的机构，则与垂直功能部门的关系更为紧密，如国税局、公安局、法院、检
察院等。这反映了中央集权体制的制度特征。对于身处具体部门的官
员来说，条与块权力的相对强度因不同机构而异，对不同的流动渠道有
不同影响。换言之，不同机构中官员的流动程度和方向反映了这些机构
承受的条块权力关系的相对强度。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实证假设：

实证假设２ａ（Ｈ２ａ）：在每一行政层次，区域内部各机构间的块上
流动率高于跨行政区域的空间流动率。

实证假设２ｂ（Ｈ２ｂ）：与隶属行政区域党政权威的大多数部门相比，
那些涉及资源分配、人事管理和管制的部门有着更高的空间流动率。

（三）块上流动：地方性人事网络
上述讨论强调了空间流动的重要性，也引出了同一逻辑的另一侧

面，即空间不流动的意义所在。少数官员空间流动与大多数官员空间
不流动这一分野意味着，大多数官员长居一地，经历块上流动，其职业
生涯在同一个行政区域（如地级市、区县）中起始、展开和终结。在众多
的县城和小城市中，其城市中心大多由几条主要街道构成，政府部门的
大楼沿街而立，彼此相邻。政府官员日常工作中在这些场所进进出出，
彼此间熟悉甚至成为好友，可谓司空见惯之事。官员间的各种纽带，如
同事、同学、邻居、婚姻等，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不断交融互动，形成了
各种关系网络（冯军旗，２０１４）。这种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在中国政府组
织中弥漫繁衍，是一个广泛存在的制度化现象。

在本文中，我们聚焦于行政区域内各机构间负责人流动所形成的
地方性人事流动网络（简称“人事网络”）。用网络分析的术语来说，在
某一行政区域内，各政府部门可视为政府机构网络的节点，而官员在这
些机构之间的流动则提供了网络节点间的链接。因此，人事网络是正
式政府过程的产物，反映了政府各机构间的关联和整合，但同时也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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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关系提供了稳定的组织基础。不同的流动轨迹导致了不同的网络结
构特点，并且因不同时点、不同区域空间而变化。

为了进一步分析行政区域中人事流动网络的结构，在这里，本文尝
试将一些网络类型概念化，以利于对经验现象的分析和解读。依网络
分析的视角，我们考虑下面两个维度：（１）局部“集聚系数”（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即在网络局部上不同节点（机构）的邻接点间的三元闭合
关系。４三元闭合程度越高，局部集聚程度越高。局部集聚有助于局部
网内的邻近各点间的信息传递和同质性，但易产生局部封闭效应，从而
导致全网中不同局部的异质性。（２）“平均途径长度”（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ａｔｈ
ｌｅｎｇｔｈ），即从网络的某一节点到任何另一节点最短途径的均值。网络
的整合度与平均途径长度成反比，即途径越短，网络中信息、资源的流
通就越顺畅，整合程度越高。我们将这两个维度的意义用“局部关联
度”和“全网整合度”这两个概念加以概括。不同的网络结构蕴含着不
同的治理模式。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这两个维度的关系上提出以下
四种不同治理模式（见表２）。

表２：局部关联度与全网整合度两个维度上的治理结构类别

局部关联度
低 高

　　　　　　 高 （３）科层制 （４）小世界
全网整合度
　　　　　　　　低 （１）碎片化 （２）蜂窝状

　　（１）碎片化世界。局部“集聚系数”和“全网整合度”都低的情形意味
着，不但局部各节点间关系松散，而且整个网络的整合性也较弱。这一
情形类似于通常观察到的各部门各自为政、松散关联的“碎片化”状况。

４．在这里，有必要区分“网络距离”与“物理距离”。前者指特定的网络关系。两个机构可能在空
间上彼此为邻，但老死不相往来，因此有着很长的网络距离。同样地，两个机构可能在物理距离
颇远的不同办公地点，但因有频繁的人员交流而发生密切关系，因此网络距离很近。在技术上，
局部集聚程度测量有两个指标：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和ｌｏｃ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虽然英
文名称容易引起误解，但实际上这两个指标都是关于“局部”（网络中的三元闭合）集聚程度的测
量，只是测量方法不同。依文献惯例，本文使用前者（参见Ｕｚｚｉ　ａｎｄ　Ｓｐｉｒｏ，２００５）。

（２）蜂窝状世界。当局部“集聚系数”较高而“全网整合度”较低
时，这类似于政治学家许慧文（Ｓｈｕｅ，１９８８）提出的“蜂窝状”结构，即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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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方性结构（如村庄）内部有着高度关联，但它们与全网的其他部分
关系松散，因此有利于地方性网络抵御外来干预。

（３）科层制世界。局部“集聚系数”较低而“全网整合度”较高的情形意
味着，邻近的机构间关系松散，但全网上各机构间连接紧密。这一情形类
似于科层制组织结构，即与上级部门的关联重于平行各部门间关联，与组
织学中提出的外部控制的组织（Ｐｆｅｆｆｅｒ　ａｎｄ　Ｓａｌａｎｃｉｋ，１９７８）有类似之处。

（４）“小世界”。是指网络中的邻近部门有着高度关联性（局部集聚
系数高），但同时也有着较高的全网整合性（平均途径长度低）（Ｕｚｚｉ
ａｎｄ　Ｓｐｉｒｏ，２００５；Ｗａｔｔｓ，１９９９）。

在一个行政区域内部，官员流动形成的地方性人事网络的结构是
怎样的呢？这一网络结构可能受到两个过程的影响：其一，宏观国家政
策和人事管理规则上的波动以及上级权威的人事安排，从而对人事网
络产生影响；其二，已有人事网络形成的地方性利益可能会影响人事流
动，对网络演变产生内生性影响。由于对这个领域缺乏系统深入的经
验研究，我们对这类网络结构及其来龙去脉知之甚少，难以提出具体的
实证假设。在这里，只是提出一般性的实证假设作为研究的起点。

实证假设３（Ｈ３）：由于外部环境变动和途径依赖，人事网络结构
随不同区域和不同时间点而有显著不同，体现出不同的治理模式（如表

２所示）。
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作为自上而下支配的空间流

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地方性人事网络结构？如果自上而下的支配机
制十分有效，我们应该发现，行政区域层级上主要党政负责人的空间流
动对地方性网络结构会产生显著影响。但正如组织学众多研究发现的
那样，正式组织内部常常表现出松散关联的结构（Ｏｒｔ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ｉｃｋ，

１９９０；Ｗｅｉｃｋ，１９７６），即上下级间、不同部门间关系松散，反应迟滞，甚
至互为分隔。中国研究中关于政策过程中执行不力的发现亦属类似观
察（杨爱平、余雁鸿，２０１２；荀丽丽、包智明，２００７；赵树凯，２０１０）。如果
两者是松散关联，那么空间流动对地方性网络结构就应该没有显著影
响。我们可以用经验数据直接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此，本文提出
以下一对相互竞争的实证假设：

实证假设４ａ（Ｈ４ａ）（政治支配机制）：地方性网络结构与行政层级
上主要领导干部的空间流动有显著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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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假设４ｂ（Ｈ４ｂ）（松散关联组织机制）：地方性网络结构与行政
层级上主要领导干部的空间流动没有显著关联。

以上的讨论更多地将空间流动看做自上而下政治控制的机制，但在
人事网络中流动的不仅仅是行政指令，同时也包含着人际关系、情感和
信任。许多研究成果指出，上下级间的忠诚、信任和庇护关系与官员流
动有着双向互动的作用 （Ｓｈｉｈ，Ａｄｏｈｐｈ　ａｎｄ　Ｌｉｕ，２０１２；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８６）。
这些网络关系对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信息交流、资源动员和共谋行为有着
重要影响。空间流动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带来了地方性利益与流动
的官员相结合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随着官员的空间流动，其人事网络
也相应延伸，地方利益有可能随着这些流动轨迹自下而上地延伸，扩展
其利益关联。例如，当某一镇党委书记流动到县交通局长位置上，镇上
官员因原同事关系可将其关系网络延伸到这一县局层次。同样地，空间
流动的官员也可随着以往的关系纽带而将其触角向下延伸。

然而，与一般劳动力市场上的网络关系不同，政府人事市场上的流
动网络受到政府组织结构的规制，等级层次之间的网络连接通常是有
方向性的和有限的。周雪光（２０１６）指出，层级分流模式对于行政层级
间的网络关系有着特定意义：一方面，层级分流的人事流动导致了直接
上下级层级间相对密集的人事流动，在漫长的行政链条中提供了庇护
关系和政治联盟，因此削弱了自上而下的压力制约；但另一方面，层级
分流模式也意味着，在直接上下级层级之外进一步延伸网络是很困难
的，因为超出直接上下级层级的流动规模急剧下降。这意味着，在直接
上下级层级之外因人事流动而产生的网络，无论在幅度上或强度上都
是有限的。

实证假设５（Ｈ５）：人事流动基础上的网络关联在直接上下级层级间
最为密切，但这一关联强度随着政府层级向上或向下的延伸而急剧削弱。

四、资料与研究设计

（一）资料
本文实证研究的资料来自课题组收集整理的“Ｓ省政府结构资

料”。我们从公开资料（年鉴、地方志）中收集了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间Ｓ省
在省级、地市级、县级（含区、县级市）层面上的政府机构及其人事变动
信息。资料中的部门机构包括省级党政、人大、政协等主要部门及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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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所有１３个地级市的主要党政机构、人大、政协以及党政部门、办
公室等；在区县层次，资料中包括所有区县主要党政机构（县委、县政
府）和同级机构（县人大、县政协、县法院、县检察院）。在两个地级市
中，我们收集了其辖区内１２个区县层级上各机构、部门和办公室的资
料。我们的资料中有这些机构部门中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和兼职
等信息。总体上，资料中共有接近４１　０００名官员和３１万条个人／年份
记录。在本文中，我们对各地级市和区县进行了匿名化处理：地级市以

ＤＳ１、ＤＳ２……ＤＳ１３，区县以ＱＸ１、ＱＸ２……ＱＸ１２，依次排列。
通过资料整理和构建，我们可以追溯不同部门职位上的人事变动，

进而刻画和展现不同层级上、不同机构间人事流动的趋向及其形成的
人事流动网络结构。在本文中，不同政府机构以及其中的官员随其职
业生涯演变在不同时间点进入或退出我们的分析资料。

在资料涉及的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中，随着中国的改革浪潮，政府机构
有几次大的调整，Ｓ省的地级市、区县的行政边界也多有调整。我们根
据已知的变更资料进行了相应的重新编码，以保证资料分析的前后一
致性。例如，ＤＳ５市的地级市级别及其相应的管辖区县始于１９９６年，
所以该市作为地级市只有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间的资料。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
间，有些地级市和区县的资料在个别年份缺失（没有年鉴发布的缘故）。
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这些资料的部分缺失不会影响本文的分析和主
要发现。

本文的实证分析着眼于１３个地级市和１２个区县两个层级上的官
员流动，特别是行政区域内１０１个常设机构之间的人事流动，涵盖党
委、政府、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党群团体诸领域（机构列表参见表３）。

（二）主要变量的测量
行政区域在本文中是指属地政府所在区域的行政边界。在中国政

府的行政等级结构中有着乡镇、区／县、地级市、省等层级。低行政级别
的区、县隶属于其所在的更高行政层级的地级市。本文将空间流动定
义为官员跨区、县、地级市行政边界的职位变动。在区、县、地级市区域
内部不同机构间的流动属于行政区域内的流动，即块上流动。

空间流动率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定义测量。我们使用官员流出率
作为空间流动率的测量，即一个行政区域中在某一时段离开该区域的
官员数目与该时段中所有在位官员数目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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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进入本文分析的机构列表（地市级、区县级）

党委领域（１７）

６１０办　保密局　党委办　农工部　农经委　外办　宣传部　市委（县委、区委）　政法委　
机关委　监察局　纪检委　组织部　统战部　综治办　编制办　老干部局

政府领域（６６）

专卖局　乡镇　乡镇局　交通局　人事局　人计委　体育局　供电局　供销社　信息办　
信访办　党史办　党政研　公安局　农业局　劳社局　卫生局　发改委　司法局　商业局
商务局　国土局　国税局　国资委　地税局　地震局　城管局　多管局　审计局　工商局
市政府　（县政府、区政府）　广电局　建设局　房管局　接待办　政府办　教育局　文化局
方志办　旅游局　机关局　机械局　档案局　民政局　民防局　气象局　水利局　法制办
海关　物价局　环保局　电信局　科技局　粮食局　纺工局　经协办　经委　统计局
药监局　规划局　财政局　财贸办　质监局　轻工局　驻外办　老龄办

检察院、法院（２）

人大、政协（７）

人大　人大办　人大各委　人大政研室
政协　政协办　政协各委
团体组织（９）

侨联　共青团　妇联　工商联　总工会　文联　残联　社科联　科协

　　人事网络结构是指由人事流动而形成的机构之间关系的结构。社
会网络结构的不同侧面有着众多的测量方式。在本文中，除图表展现
外，我们在网络测量和分析中不考虑流动的方向性，两机构间任何方向
的人事流动都视为构成其网络节点间的连接线。我们着眼于以下几个
测量指标：

·度分布（ｄｅｇｒｅ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描述网络中各节点输入／输出链
接的频率分布，从流动规模（及方向）上测量不同节点的网络地位。

·局部集聚系数（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定义为网络局部上不同
节点（机构）的邻接点间关系（三元闭合程度），是对局部网中机构间关
联程度的测量。

ＣＣ＝ ３×全网中三元闭合数目
所有节点间可生成三元闭合的数目

　　·平均途径长度（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ａｔｈ　ｌｅｎｇｔｈ）。是对整网中各个节点（机构）间
关联程度的测量，反映了全网各节点（机构）间整合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ｌＧ ＝ １
ｎ（ｎ－１）∑ｄ（ｖｉ，ｖｊ）

　　在这里，ｄ（ｖ１，ｖ２）为网络中两个节点（ｖ１，ｖ２）间的最短距离，ｎ
为全网Ｇ 中的节点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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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向量中心度（ｅｉｇｅｎｖｅｃｔｏ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是关于不同机构在
某一层级（如地级市、区县）人事流动网络中地位重要性的测量。

·中介中心度（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ｓ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是关于不同机构在某一
层级（如地级市、区县）人事流动网络中（流动经由）中介重要性的测量。

·结构凝聚层次（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是关于不同机构间人事流
动规模而产生的关联强度的测量，表现为凝聚强度的不同层次。这一
指标使用凝聚分层（ｃｏｈｅｓｉｖｅ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方法测量而得（Ｍｏｏｄｙ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２００３）。

人事网络基础上的向下延伸与向上延伸，是指通过人事关系而产
生的不同层级间关联的概率。具体来说，我们用两个官员曾在同一单
位共事过的经历作为庇护关系（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的测量，进而跟
踪这一关系随官员跨层级流动所能达到的最高（或最低）层级，据此计
算出总体上某一层级延伸到另一层级的概率。以地市级官员向下和向
上延伸的测量为例，“向下延伸概率”指在最高工作单位级别为地市
（厅）级单位的官员中，其过去同事的最高单位级别为市属机构（处级）、
县级、县属层级的比例。依同理，“向上延伸概率”指在地市级官员中曾
有直接共事经历的官员的最高单位级别分别在省属、省级层级的比例。

五、层级分流的基本趋向和特点：经验证据

下面，我们将围绕上述实证假设来组织有关官员空间流动之经验
证据的分析和讨论：（１）展现空间流动的基本趋向和特点；（２）探究块上
流动导致的地方性人事网络结构；（３）初步分析空间流动与块上流动之
间的关系。如前所述，本文的分析集中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间Ｓ省１３个
地级市和１２个区县的官员跨行政区域及在行政区域内的流动。

需要说明的是，学界目前尚无有关地方官员空间流动的系统研究，
本文的经验分析属于探索性研究，无法与已有研究进行比较、评估和对
话。理论上来说，空间流动可能有多种机制来促成和制约。例如，在理
想类型的韦伯式组织中，人事流动的趋向应该为功能领域边界所划分，
即知识和专业分工导致人事流动更多地在功能领域内部各机构中发
生。但本文资料中的官员大多数是政府各机构的主管负责人，对于这
些职位来说，一般性管理能力较之具体业务知识更为重要。而且，官员
流动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因素影响，与经验／专业基础上的考虑并不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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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致。为此，我们采取以下分析策略：以近乎白描式的描述性统计工
具和基本的社会网络分析技术来系统地、整体性地呈现空间流动与地
方性人事网络结构的经验资料，以便为今后的研究建立基准线。我们
把相关的理论提炼和网络结构演变的建模分析留给未来的研究。

（一）地级市／区县层级上的空间流动率和流动幅度
层级分流模式的核心实证假设（Ｈ１）是：在中国政府组织中，官员

的空间流动按行政层级上的不同位置或机构而分流，具体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第一，跨行政区域的流动率极低。第二，空间流动的幅度局
限于所在层级或直接上级行政区域的边界之内，官员流动的范围与其
级别成正比。例如，县级领导大多是在所在地级市范围内流动，而地级
市领导通常在省内行政区域间流动，以此类推。第三，在每一行政层级
上，较之该区域内的一般机构或职位来说，处于该层级最高位置的机构
（如县委）和职位（如县委书记）有着更高的空间流动率。

５．如本文“资料与研究设计”一节所说明的，本文资料中只有部分区县在部分年份的信息，有
关区县的资料仅限于 ＤＳ４市下属的６个区县（１９９０—２００１年）和 ＤＳ５市下属的６个区县
（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注意，图３ｂ包括了这段时间一度存在的另外两个区县。

图３ａ、３ｂ展示了地级市和区县两个层级上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间的
总体空间流动率，即该行政区域中在某一时段流出的官员数目与该时

段该地区所有在任官员数目的比率。５图３显示，在地级市层次，除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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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Ｓ省内地级市和（部分）区县的总体空间流动率（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

特殊情形外，流动率仅为１％—３％；在区县层级，流动率在１．７％—

４．５％。ＤＳ１３市和ＱＸ１３有着较高的流动率，这是因为这些区域在此期
间经历了行政区划调整所致，并不是正常的流动率。注意，本文资料中

１３个地级市和１２个区县的政府机构部门大致相同，所以，在这两个层
级上的流动率测量具有可比性。

地级市和区县的逐年空间流动率也显示出相似的趋向（如图４所示）。

我们用三年移动均值来减缓具体年份波动的影响。可以看到，１３个地级市
的年平均流动率在１％—３％之间，１０个区县的年流动率明显高于地级市。

这些趋向的另一个特点是随时间而发生的周期性起伏以及政府官员任期
与宏观政治过程的吻合。例如，在市级和县级两个层级上，６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这些年份前后有着明显高于其他年份的流动率，这些波动与Ｓ省
地方政府的换届或政府改革年份大致吻合。可见，官员的空间流动受
到任期制等规则的影响。

层级分流模式的第二个方面是，空间流动的幅度随官员的行政层

６．在本文中，县级机构指县级四套班子（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市级机构指市级四套
班子（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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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Ｓ省地级市和区县层级上官员逐年空间流动率（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

级而逐步扩大。图５显示了市级和县级两个层级上官员空间流动的范
围幅度。在这里，我们用地级市内范围与地级市间范围来测量流动的
空间幅度，后者明显大于前者。在地级市内部的流动中（图５ａ），县级
官员流动高于地市级；而在地级市之间的流动中（图５ｂ），市级官员流
动率高于县级，这表明地级市层级上官员流动的空间幅度大于区县层
级的官员。在图５ｂ中，１９９５年前后的区县高流动率是由于ＤＳ５市于

１９９６年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所致。

图５：Ｓ省地级市和区县层级上官员空间流动的幅度（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

·０２·

社会·２０１８·３



　　以上资料显示，只有极小比例的官员有空间流动（跨行政区域流
动）的经历。那么，哪些职位或机构更有可能经历空间流动呢？这一问
题将我们引向层级分流模式的第三个方面，即那些处于特定位置和机
构的官员有着更高的流动率（Ｈ２）。图６提供了地级市和区县两个层
级上流动率最高的１５个机构的信息。那些处于中心位置的机构（如市

图６：Ｓ省地级市和县区层级上１５个最高流动率机构（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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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县委）或特定政策涉及的机构（如共青团）有着更高的空间流动率，
这一发现与实证假设２吻合。另外一个观察是，区县层级上的流动率
高于地级市层级。这一发现是否为普遍现象尚有待进一步确认，因为
资料中的一些区县在此期间经历了行政区划调整，如ＤＳ５市于１９９６
年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所辖区县也有相应变动。

以上分析展示了层级分流的几个基本特点。欲进一步探索官员空
间流动的趋向，还需要考虑政府制度的具体细节。下面讨论条块关系
下的空间流动特点。

（二）条块关系结构中的空间流动
中国属地政府层次上的各个机构镶嵌在条块等级结构之中，不同

的部门机构与条上或块上权力的关联疏密程度不等。大多数功能部门
（如市环保局、市社保局、市交通局）隶属于所在行政区域的党政领导机
构（市委、市政府），但另一些有关资源动员、人事管理、政治功能的机构
（如主要党政部门、国税局、纪委等）则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垂直功能部门
的领导和调遣。

这一双重权威结构影响了政府不同机构中官员空间流动的趋向和特
点。如前讨论（见表１），我们可以区分和比较两种不同的流动途径：行政区
域内流动和跨行政区域流动。前者体现在同一区域内不同机构间的人事
流动，或曰块上流动。实证假设２提出，较之大多数隶属块上地方政府的
机构和官员来说，那些偏重于条上垂直功能的部门中的官员更有可能经历
空间流动，即条上流动。下面我们从这个角度分析经验材料。

图７ａ、７ｂ描述了地级市和区县层级上不同机构在跨功能部门与跨
行政区域两个维度上的流动率分布。为了更为清楚地说明这些趋向，
我们集中展示党政这两个领域中的机构，并将这两个维度上的变异程
度标准化。我们注意到，在这两个维度上的流动率都比较低，且空间流
动率（０—０．１％之间）明显低于跨功能部门的流动率（０—０．２％）。这一
发现与实证假设２是一致的。

在图７ａ、７ｂ中，在４５度对角线以下的区间是块上流动率高于空间
流动率的机构，在对角线以上的区间是空间流动率高于块上流动率的
机构。在对角线附近的机构在这两个维度上的流动率相近。不难看
到，不同的部门机构依其在条块关系中的结构位置有着不同的块上流
动率与空间流动率。一些部门（如统战部、城管局、政府办）块上流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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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但空间流动率较低，另外一些部门（如烟草专卖局、国税局、地税
局）则有相反的趋向。另外一些重要位置上的部门（如市委、组织部）则
同时有高块上流动率和高空间流动率。我们注意到，有些机构（如共青
团、市委／县委）的流动率在地级市和区县层级间有着明显不同的趋向。

这些发现与以上关于条块权威结构和空间流动关系的讨论以及相
应的实证假设（Ｈ２ａ、Ｈ２ｂ）是吻合的。也就是说，在条块结构中，不同机
构与这两个维度上的权力关系的密切程度不同，反映出这些机构在这
两个维度上的不同流动趋向。如图７ａ、７ｂ所示，官员流动大多发生在

图７：不同机构部门块上流动与空间流动维度的分布（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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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区域中的功能部门之间。条块角度的分析也提醒我们，对具体制
度安排的关注可以帮助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和解读人事流动的特点及
其渊源。

六、块上流动与地方性人事网络

与空间流动趋向相对的是“块上流动”，即行政区域内各机构间的
流动。层级分流以及低空间流动率意味着，地方官员流动大多为块上
流动。那么，由此形成的地方性人事网络结构有哪些特点？它们与空
间流动趋向有怎样的关系？这是本文的第二个主题。

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清楚地定义本文关注的地方
性人事网络。在本文中，人事网络是指某一行政区域中各个政府机构
（节点／ｎｏｄｅ）因人事流动的联系（关联／ｅｄｇｅ）而形成的网络结构。由于
我们关注的是“块上流动”，即同一行政区域内的职位流动，故在人事网
络前加上“地方性”这一定语。与跨行政区域的空间流动不同，块上流
动强化了同一区域内各机构间关系，加强了网络内部的关联，有助于信
息共享、利益联盟和行为协作。已有文献指出，地方性社会网络在基层
治理中（例如，村庄选举、维稳、解决地方纠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吴
毅，２００７；欧阳静，２００９；艾云，２０１１）。

这一节关于经验材料的分析试图回答如下问题：不同行政区域的
地方性结构是怎样的？它们之间的异同程度是怎样的（Ｈ３）？我们首先
要回答的问题是，地方官员的“块上流动”所形成的人事网络有哪些特
点？本文的分析策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采用一个微观视角来审
视一个地级市ＤＳ４市的人事流动，目的是引入并帮助读者熟悉地方性
网络结构的几个关键性测量指标；然后，将这些测量指标推广到整个Ｓ
省的１３个地级市和１２个区县资料上，比较和检验不同行政区域中地
方性网络间的异同点（Ｈ３）；第三步，分析和探究地方性网络结构的稳
定和演变与空间流动之间的统计关系（Ｈ４ａ、Ｈ４ｂ）。

（一）测量和解读地方性网络结构：以ＤＳ４市为例
从网络分析的视角来看，一个行政区域内的各个部门机构可以看作一

个网络中的不同节点，而部门间的人事流动可视为连接这些节点的链条
（ｅｄｇｅｓ）。不同的链接（及其方向和权重）建构了不同的网络结构。社会网
络分析技术发展出了一系列有关不同节点间关联和网络结构的测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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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这些关联背后的过程和机制的分析工具。本文的关注点在于整体上
和不同时点上人事流动造成的结构间关联的特点。在本文中，我们不考虑
网络连接的方向性，这一做法主要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假设，即任何方向的
人事流动都有助于两个机构间的知识共享和社会互动。

我们首先以ＤＳ４市级及市属机构为个案进行初步分析。在“资料
与研究设计”一节我们讨论了若干社会网络测量指标：度分布、局部集
聚系数、平均途径长度以及机构间人事流动关联程度所构建的结构凝
聚层次。下面我们使用这些测量指标来描述和刻画ＤＳ４市地方性网
络结构的特点。由于这个领域中没有相应的研究积累，我们面临的一
个困难是，缺少基准线来比较和评估我们的研究发现。因此，本文用一
些常见的网络结构类型作为评判的参考基线。

我们首先看一下ＤＳ４市人事流动在不同时间点的演变情况。图８
展示了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间各机构间人事流动的基本走势。为了展示方
便，我们将每两年划分为一个时间段。图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同时
间段有明显不同的流动规模，在某些时段（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年、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有着更大规模的流动事件。这些时间段与实际发
生的政府周期相吻合。也就是说，政府人事流动随时间的变动而变动，

反映了宏观制度和过程对政府机构的影响。

　注：不同颜色为不同领域：红色—党务；黄色—政府；蓝色—团体；绿色—人大

政协

图８：ＤＳ４市政府机构间人事流动网络结构（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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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机构面临的机会结构和社会地位与其流动规模有着密切关
联。一个直观的问题是，不同的政府机构是否有着类似的流动规模呢？
图９表明，不同机构的流动规模有着显著的不同：大多数机构在每个时
间段只有数目极少（０—２）的流动，但少数机构在某些年份有着数目可
观（６０—８０）的流动量，而且这些变动与政府任期周期的年份有关（如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６年前后）。从人事流动这个维度来看，不同政府机构有着
不同的机会结构和地位。

图９：ＤＳ４市各机构人事流动的度分布（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

　　我们现在用若干社会网络测量指标来分析ＤＳ４市各个机构间关
联的特点。局部集聚系数和平均途径长度从不同方面测量一个网络内
节点间的关联程度和特点。前者测量各节点在局部的关联程度（三元
闭合关系），后者则测量整个网络中各节点间的关联程度。如前所述，
可以将这两者分别作为地方性关联度和全网整合度这两个概念的测量
指标。如表２所示，这两个维度的变异程度及其结合反映了不同类型
的网络结构。在这里，我们着眼于所有年限的总体情况。ＤＳ４市各机
构间的地方性集聚系数为０．１９，较之同样规模的随机网络的集聚系数
（０．０５）为高，但较之小世界模型（０．５０）为低。在整个年份间观察到的
平均途径长度为３．２３，低于随机网络（６．１６），但与小世界模型（２．８４）
接近。将这两个维度的特点结合起来，我们的初步结论是：ＤＳ４市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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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间的关联在局部上趋于相互隔离，但在全网层次上（即所有机构间）
有着一定程度上的整合，即在全网中任何一节点到达另一节点的流动
距离有类似于“小世界”中发生长距离流通（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ａｃｈ）的性质。

如波多尼 （Ｐｏｄｏｌｎｙ，２００１）指出的那样，网络中的流动不仅提供了
信息和资源流动的渠道，而且是反射出不同行动者间认同与凝聚关系
的棱角镜。ＤＳ４市行政区域的人事流动网络是否形成了有着各自边界
的“社区“呢？也就是说，是不是在某些机构间有着更为稳定频繁的人
事流动，以致自成社区呢？如果确有不同社区的话，它们之间是什么关
系？我们用穆迪和怀特（Ｍｏｏｄｙ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２００３）提出的“结构凝聚层
次”分析方法来加以测量。结构凝聚层次这一概念着眼于节点间（机构
间）的关联程度（ｋ－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以机构间相互流动的数目规模作为区
分不同层次的测量指标。各机构间流动的数量越多，其关系越为密切
和坚韧稳固，这些机构形成的群体内部凝聚力就越强、越稳定。这一分
析方法着眼于网络的中层结构（ｍｅｓｏ－ｌｅｖｅ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这些不同密度
的群体间的关系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各社区边界明确、互相分
离；另一可能性是各社区层层镶套，不断深入，犹如俄罗斯套娃一般（参
见Ｍｏｏｄｙ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２００３的讨论）。

我们分析了 ＤＳ４市在 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以及在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两个不同时期因人事流动所产生的结构凝聚层次（见图

１０）。图中的号码标识不同层次，如（１）为整图，（２）为至少一个链接，
（３）为至少两个链接，……，等等。图１０ａ显示，ＤＳ４市结构凝聚层次有
层层递进镶嵌的群体结构，从一个宽泛的群体（ｋ＝１，即各节点间至少
有一个连接）到最深层次的群体，共有５个层次（ｋ－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５）。人事流动产生了递进的凝聚力和嵌入程度，即凝聚力较弱的机构
间所形成的群体内部镶嵌着凝聚力较强的群体。例如，在至少有一个
链接的机构所形成的群体中镶嵌有至少两个以上链接的机构形成的群
体，而在后者中又镶嵌着至少三个以上链接的机构形成的群体，以此类
推，层层递进，达数层之深。层层镶嵌的层次机构意味着各机构间关系
依次深入，表现出强凝聚力。图１０ｂ显示，凝聚层次在两个时期有一些
变化。分叉点标志着各个有着相同数量链接的机构群体。但对具体层
次变化（ｓｕｂｇｒａｐｈ）的仔细考察会发现，在第二时期，这些分叉上的机构
数目较少（总共有大约２０个左右），大多数机构仍表现出层层镶嵌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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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换言之，即使从两个时期分别来看，图１０ａ显示的总体趋向仍大致
未变。

图１０：ＤＳ４市各机构人事流动的结构镶嵌层次

　　综上，ＤＳ４市各机构间人事流动的态势显示出以下几个特点：第
一，地方性人事网络结构随时间而变动，与大的政治过程和政府任期节
奏明显相关。第二，地方性人事网络的局部集聚系数低于随机网络，但
全网中各机构间关联与“小世界”模式相近。这意味着，这一网络有着
个体分隔但总体整合的特征。第三，地方性“社区”间有着相当的镶嵌
性或重叠性，显示出不同领域间的高度关联而不是相互分隔，人事网络
为这些领域间的信息流通和资源动员提供了组织基础。

（二）Ｓ省各地级市和区县行政区域间地方性网络结构：比

　较与解读
　　上述ＤＳ４市人事网络的结构特点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各行政区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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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一般性状况呢？在这一节，我们将上述分析扩展到Ｓ省的１３个地
级市和１２个区县的行政区域。我们着眼于各行政区域间特别是地级
市与区县两个层级间的比较分析，关注地方性人事网络间的异同性。
为此，我们省略了有关时间维度的分析。

图１１展示了各地级市（图１１ａ）和区县（图１１ｂ）两个层次上不同机
构间人事流动的度分布。各行政区域都有类似的长尾向右延伸的分
布。这意味着，不同机构的人事流动机会不是均等的。与前面看到的

图１１：地级市和区县行政区域内部人事流动的（加权）度分布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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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Ｓ４市情形类似，大多数机构只有极少的流动量（０—１０），但少数机构
有着数目可观的流动量 （＞５０）。这一趋向说明，人事流动过程不是一
个随机过程，在不同的机构有着不同的分布和机会结构，受制于特定的
组织过程和机制。

下面，我们着眼于地方网络的两个维度：局部集聚系数和平均途径
长度。如前所述，前者测量地方性关联的程度，后者提供了整个网络的
整合程度。如表２所示，网络参数在这两个维度的分布有助于我们识
别和比较行政区域间网络结构的异同性及其背后隐含的治理模式。

图１２显示，在这两个维度上地级市和区县间有着显著的差异。我
们从两个方面讨论这些趋向。首先，我们将经验材料中观察到的这些
趋向与若干我们熟悉的网络结构相比较，如随机模型和小世界模型。

地级市和区县两层级各行政区域的局部集聚系数在０．０７—０．２１之间，

比同样网络规模的随机模型和小世界模型（０．５０—０．５２）显著为低。经
验观察到的平均途径长度在２．５—３．８之间，与小世界模型（２．６—２．８）

相近。这两个方面都与前面展现的ＤＳ４市的网络趋向类似。也就是
说，一统的政府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各行政区域相似的人事流动
趋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各行政区域在局部集聚系数维度上有较大

图１２：各地级市／区县人事网络的局部集聚系数、平均途径长度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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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如前所示，全网整合度与平均途径长度成反比。为了便于图形展示，我们用反方向上的“平
均途径程度”（即改变该测量的正负号）来表示全网整合度的高低次序。为了清晰展示图中各
区域的位置，我们没有包括区县“ＱＸ８”。这一处理不影响图中提供的基本信息和结论。

８．注意，图１３经过了标准化处理，突出了各区域在这两个维度上的相对位置，而不是绝对位置。

差异，但在平均途径长度上比较接近。
第二，正如图１２的Ｙ轴显示的，与区县相比，地级市整体上的集聚

系数更高，而平均途径长度更低。为了比较不同行政区域在这两个维度
上的相对差异，我们将它们在这两个维度上的经验测量加以标准化，以
便展示这些行政区域在这两个维度上的相对位置（见图１３）。７可以看到，
在图１３上有两个聚类：区县行政区域更多地聚集在左下角“碎片化”区
域或“科层化”区域。与此相对的是，地级市行政区域更多地聚集在右上
角“小世界”区域，特别是那些发达的地级市多处于此区域。这意味着，
人事流动在地级市和区县两个层次上有着不同的流动趋向和特点，因此
导致了显著不同的网络结构和治理模式。８其背后原因有待进一步发掘。

图１３：各地级市和区县在不同治理模式中的位置分布（ＱＸ８省略）

（三）中层结构：结构凝聚层次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人事流动基础上的深层结构，本文采用“结构凝聚

层次”方法来识别人事流动导致的不同关联程度的群体层次。机构间
人事流动产生的关联越多（ｋ－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其群体更为凝聚、更为坚韧
稳固。如图１４ａ、１４ｂ显示，地级市与区县有两个明显不同的模式。在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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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级市层级上，我们看到链条般层层镶嵌的结构（ｎｅｓｔ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不
同群体随着人事关联的增加而向下深入，凝聚力随之增加。在区县层级
上，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情形：各机构间的关联趋于分叉，表现出多中
心、碎片化的模式。９也就是说，在人事流动上，地级市层级上的人事网
络比区县层级上的人事网络更有可能体现为镶嵌结构。

图１４：地级市与区县层级上机构间人事流动的结构镶嵌层次

９．在本文的资料中，大多数地级市有完整资料，但区县层次只有部分区县在部分年份的资料
（即ＤＳ４市属区县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ＤＳ５市属区县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的资料）。不同区域的资料丰
富性可能会对镶嵌模式产生影响。为了验证这一可能性，我们将地级市划分为两个时期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进行分析，发现地级市分两时期的结构有了更多的分叉，但
其基本趋向与以上发现仍然大致吻合。这一特点与前面的ＤＳ４市分析类似。但这一结论有
待在更为完整的资料基础上加以验证。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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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些结构凝聚层次组成的各层次群体的机构成
员在不同行政区域间是否相同呢？如果这些成员在各行政区域间有着
很高的相似性，这就意味着区域间有着相似的网络结构。在这里，我们
着眼于地级市，考察这些地级市层次结构中两个极端的层级：“孤立层

表４：地市级最深层级与孤立层级的机构列表

最深层级机构名称 Ｎ 孤立层级机构名称 Ｎ

人大 １３ 乡镇 １２

市政府 １３ 气象局 １２

政协 １３ 专卖局 １０

发改委 １２ 农经委 １０

市委 １２ 海关 １０

人大委 １１ 供电局 ９

政协委 １０ 电信局 ９

政法委 １０ 纺工局 ８

党政研 ９ 信息办 ５

商务局 ９ 机械局 ５

外办 ９ 老龄办 ５

宣传部 ９ 财贸办 ４

教育局 ９ 党史办 ３

科技局 ９ 国税局 ３

纪检委 ９ 多管局 ３

经委 ９ 方志办 ３

统战部 ９ 档案局 ３

党委办 ８ 质监局 ３

政府办 ８ 侨联 ２

机关局 ８ 保密局 ２

监察局 ８ 商业局 ２

组织部 ８ 地税局 ２

人事局 ７ 城管局 ２

农业局 ７ 接待办 ２

妇联 ７ 经协办 ２

建设局 ７ 综治办 ２

总工会 ７ 编制办 ２

文化局 ７ 驻外办 ２

物价局 ７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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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和“最深层级”。前者指那些在最外围层次上没有人事来往的机
构，１０后者指各行政区域中镶嵌最深（即ｋ－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最高）的层次。
我们将所有出现在各地级市这两个层级上的机构分别放进两个列表
（成员的部分列表见表４），然后比较各地级市在这两个层级上出现的
机构占这两个列表上机构的百分比。如果各地级市在这两个层级上的
成员机构很相似，那么，其重合的百分比相应就会很高。

图１５显示，各地级市在两个层级上的机构成员不尽相同，而且差
异颇大。在“最深层级”中，最高比例的地级市（ＤＳ１２市）只有略高于

６０％的重合度，而最低的地级市（ＤＳ１１市）只有９％。在孤立层级上，
最高比例（ＤＳ１０市）为４５％，最低比例（ＤＳ７市）为２３％。可见，各地级
市因人事流动产生的结构凝聚层次在结构上相似，但是它们在各层次
上聚类的群体成员有很大差异，可谓形同而实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原
因之一是不同地级市在最深层级上的机构数目有很大不同。例如，

ＤＳ１２市的最深层次ｋ＝５，有５６个机构在列，而ＤＳ３市的最深层次ｋ
＝９，只有９个机构在列。这些特点有待进一步探究。

图１５：地级市间孤立群体与最深群体层级的机构成员相近程度

１０．注意，这些“孤立层级”的机构并不一定在此期间没有人事流动。这些机构可能有着与行政
区域外（条上）机构的交流，但因为本文的分析仅限于行政区域内部各机构间的流动，故不在这
里的结构凝聚层次分析之中。换言之，这里所说的“孤立”机构只是针对块上流动而言。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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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考察不同行政区域中各机构在这两个层级上的分布（见表

４），可以发现：第一，地位重要的中心权力机构（几乎）总是出现在“最深
层级”中，如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另外一些机构则总是出现在“孤
立层级”中，如气象局；第二，在这两个层级上，另有一些机构随机地出
现在不同行政区域的列表中。这里说的“随机”是指没有明显直观的期
待依据（如结构地位）。这一发现意味着，人事网络的构建受到多重过
程的影响：其一是稳定的政府权力，即重要的权力机构均出现在最深层
级；其二是随机过程，导致不同行政区域中各有不同的机构出现在这两
个列表上，而且数目可观。

上述分析显示了层级分流的另外一些特征：第一，高地位的职位和
机构有着高流动率，显示出权力在人事流动中的作用；第二，在地方性
凝聚程度和整体整合两个维度上，不同行政区域有着明显的差异，特别
是地级市和区县两个层级相比有着明显不同，这一特点与结构凝聚层
次的分析发现是一致的。我们的 “社区识别”分析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在本文中未报告）也有类似的发现。如实证假设３
所示，不同行政区域间人事流动网络结构颇有差异，这意味着这些区域
经历了各自有别的内生性过程或外部冲击。本文的观察和分析提供了
对其背后原因进行深入探究的线索。

七、空间流动与块上流动：地方性人事网络发生学的初步

　 探究

　　是什么机制和过程导致了上述经验观察到的地方性网络结构呢？
不难想象，社会网络构建有多重原因，这些因素在不同时间点也可能多
有变化。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关注与实证假设４相关的问题，即官员
空间流动与地方性网络是怎样的关系？换言之，自上而下指令下的空间
流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或改变了地方性网络结构？我们认为，地方性网
络可能通过内生性途径依赖过程与自上而下权威干预的双重过程来构
建和演变，但我们缺少进一步线索来判断这两个过程的作用强弱以及如
何互动等，因此，本文的实证假设提出了主要领导空间流动与地方性网
络结构两者间密切关联或松散关联的两种可能性（即Ｈ４ａ、Ｈ４ｂ）。

我们的分析策略是，着眼于经验材料中地方性网络结构的若干主
要特点（如网络密度、局部集聚系数、平均途径长度、中心地位指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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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检验行政区域中主要领导空间流动与地方性网络结构特点之间
的统计关系，进而推断二者间可能的因果关系。本文的分析集中在１３
个地级市上，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见表５。

表５：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

均值／比例 标准差

地区网络结构测量变量

　局部集聚系数（ＧＣＣ） ０．０２１　 ０．０４０

　平均途径长度（ＡＰＬ） ２．９４１　 １．１４１

　网络密度（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市政府网络地位

　　加权连接度 ５．０５９　 ３．１３５

　　加权中介中心度（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ｓｓ） ２２．３２０　 ５１．１３３

　　加权特征向量中心度（Ｅｉｇｅｎｖｅｃｔｏｒ） ０．４２９　 ０．４３４

　市委网络地位

　　加权连接度 ２．９６２　 ２．０２３

　　加权中介中心度（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ｓｓ） ９．７７３　 ２０．２３３

　　加权特征向量中心度（Ｅｉｇｅｎｖｅｃｔｏｒ） ０．２６１　 ０．３４５

领导更替 比例（％）

　无领导变动 ６４．３２ —

　市委书记更替 ７．５７ —

　市长更替 １５．１４ —

　市长及市委书记同时更替 １２．９７ —

　注：样本量为１８５。研究单位是市—年。在本研究中，共有１３个市、１９个年份
（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的信息，但某些市或某些年的信息是缺失的。

　　第一个分析是用ＡＮＯＶＡ统计方法来分析地方性网络主要特征在
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变异程度（见表６）。所谓空间是指１３个地级市
之间在这些指标参数上的异同性比较。时间维度是指本文资料所跨

１９年间的变化。这一分析提供了人事网络结构演变之总体趋势在这
两个维度上的初步印象。

如表６所示，就局部集聚系数来说，地方性网络在空间和时间上都
没有显著差异；与此相对的是，平均途径长度指标在时空两个维度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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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变化。这两个维度测量了地方性网络关联与全网的整合程度。

这些发现表明：各机构间的局部关联普遍地、长期地处于松散或相互分
离的状态；但从一个行政区域人事网络的整体整合程度来看，不同区域
间和不同时间段有着显著变化。我们也检验了其他若干网络特征指标
在时空维度上的变异情况。市政府、市委在度分布、特征向量中心度
（ｅｉｇｅｎｖｅｃｔｏ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中介中心度（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ｓ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等网络
维度上，随时间变化有显著差异，但在跨行政区域间没有显著不同（特
征向量中心度除外）。

表６：地级市内地方性网络结构在空间和时间上变异程度的ＡＮＯＶＡ分析

Ｎ　 Ｒ２
年份

Ｆ（ｄｆ＝１７）
地区

Ｆ（ｄｆ＝１２）

局部集聚系数（ＧＣＣ） １８５　 ０．１６０　 ０．７５　 １．４２

平均途径长度（ＡＰＬ） １８５　 ０．３５１　 ３．８７＊＊＊ １．７４＊

市政府网络地位

　加权连接度 １８５　 ０．４１９　 ５．６３＊＊＊ １．４３

　加权中介中心度（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ｓｓ） １８５　 ０．２３４　 ２．１３＊＊＊ ０．９９

　加权特征向量中心度（Ｅｉｇｅｎｖｅｃｔｏｒ） １８５　 ０．３２８　 ２．３３＊＊＊ ２．７４＊＊＊

市委网络地位

　加权连接度 １８５　 ０．２６４　 ２．８３＊＊＊ ０．９５

　加权中介中心度（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ｓｓ） １８５　 ０．２５７　 ２．３９＊＊＊ １．２８

　加权特征向量中心度（Ｅｉｇｅｎｖｅｃｔｏｒ） １８５　 ０．２３９　 １．７１＊＊ １．６６＊

　注：＊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概括来说，这些网络指标在时间维度上有明显变化，相比之下，它
们跨行政区域的变化并不明显。这些发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Ｓ省人事
流动的总体特点：地方性人事流动的轨迹在不同时间点变动不居，即各
节点间时有流动，但不同区域间在网络主要特征上没有明显差异。

本文的实证假设提出，主要领导空间流动与地方性网络结构间关系有
两种可能性（即Ｈ４ａ、Ｈ４ｂ）：（１）两者间正相关，即官员空间流动影响到了地
方性网络结构；（２）两者间没有显著关系。这是一个需要通过对经验材料
的分析来回答的实证问题。我们检验了地级市主要党政领导人的更替与
随后所在行政区域网络结构是否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关系。具体来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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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着眼于以下几类空间流动事件：市委书记变更、市长变更、市委书记与市
长同时变更。作为因变量的几个人事网络主要指标如前。由于主要领导
变更与地方性人事网络变化可能有滞后性，我们分析了两者在同年与滞后

１—２年的统计关系。这些分析显示，空间流动与地方性网络结构的主要特
征在空间流动后第二年有若干方面的显著关系（见表７），但在其他年份大
多没有统计意义上显著的、系统的统计关系。

表７显示，市委书记变动对第二年人事网络结构有统计上的显著
影响，降低了局部集聚系数，提高了网络流动的平均途径长度；市长变
动同样提高了平均途径长度。党政领导同时变动有着类似的影响。也
就是说，随着这些领导变更，局部流动下降了，反映在机构间局部三元
闭合流动降低，而且整网大幅度流动的可能性降低。领导人更替对其
他人事网络特点大致没有显著影响。总而言之，以上发现（以及在其他
年份两者间没有关系的发现）告诉我们，虽然地级市党政领导人的空间
流动与地方性人事网络变动有一定关系，但这些关系并不是系统、一致
的，且尚不能确认其因果性。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认定两者间存在显
著的、系统的关系。

表７：地级市内地方性网络结构与主要领导空间流动之间关系的

　　　　　　　　　　　　　　回归分析（滞后一年）

领导变动（参照类：无领导变动）

　　　因变量 Ｎ　 Ｒ２ 市委书记更替 市长更替 市长与市委
书记同时更替

局部集聚系数（ＧＣＣ） １７０　 ０．１９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６＊

平均途径长度（ＡＰＬ） １７０　 ０．３９１　 ０．５０１＊ ０．４０７＊ ０．４７７＊

网络密度（Ｄｅｎｓｉｔｙ） １７０　 ０．４８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市政府网络地位

　加权连接度 １７０　 ０．４２６　 ０．１００　 ０．４９７ －０．３５５

　加权中介中心度 １７０　 ０．２３８　 １．０７７　 ７．６３０　 ２．１１０

　加权特征向量中心度 １７０　 ０．３３４ －０．１２５ －０．１３４　 ０．０２９

市委网络地位

　加权连接度 １７０　 ０．３１６　 ０．２７２ －０．４１４ －０．４２２

　加权中介中心度 １７０　 ０．３０５　 １２．１７８＊＊ －３．４４１　 １．４８５

　加权特征向量中心度 １７０　 ０．２９５　 ０．０９３ －０．０６１　 ０．０５７

　注：在所有模型中，地区的、年份的固定效应都得到控制。＊ｐ＜０．１０，＊＊ｐ＜
０．０５，＊＊＊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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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空间流动的意义：地方人事网络向其他层级延伸的可

　 能性

　　在正式制度上，中国政府各个层级由各种规章制度和文本指令等

机制关联而成，而人事流动为不同部门、不同层级间关系提供了一种非

正式的人际关系渠道。因此，关注社会网络结构为解读政府内部运作、

特别是非正式过程提供了新的角度。

本文关注的人事流动网络在上下层级间的关联上有什么特点呢？

层级分流模式的一个意义是：由于每一层级上只有少数官员经历空间

流动，且这些流动大多局限在直接上级行政区域的范围内，所以通过人

事流动建立的关系纽带的延伸程度是有限的（即假设 Ｈ５）。这一特点

是双向的：一方面，由于自下而上的空间流动比例极低，下层官员据此

向上触及的层次是有限的；另一方面，由于上下层级间的流动有限，人

事流动引起的自上而下的延伸也是有限的。

针对这一实证假设（Ｈ５），本文对经验材料做了初步分析。我们用

两个官员的同事经历（即在同一机构同时工作）作为人际网络关联的指

标。如果关系双方中一方以后流动到了另一层级，我们假设另一方可

以因同事关系而“延伸”（ｒｅａｃｈ）到这一层级。为简化分析，本文着眼于

党委和政府领域中直接的同事经历。从研究目的考虑，本文划分了行

政结构自下而上的六个层次：县属机构、县级机构、市属机构、市级机

构、省属机构、省级机构。虽然这里的一些层次属于同一行政级别（如

县级机构与市属机构同属“处”级，等等），但它们与上级权力中心（如县

委、市委、省委）的距离可能不同，上述层次的细分有助于识别这些

差异。

图１６呈现了不同层级间官员向上层次和向下层次延伸的可能性，

即同级官员中有着曾经同事关系的官员流动到向上或向下层级的比

例。我们可以看到，某一层级官员延伸至直接上下级层次的概率很大，

而延伸至其他层次的概率急剧下降。在省、市、县三个层级均可观察到

这一趋向。以市级官员为例，他们延伸至上一层次（省属机构）的概率

在６０％左右，延伸至再上一级（省级）的概率则不到２０％。在相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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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他们延伸至市属机构的概率也在６０％左右，但延伸至县级的概率

则降至３５％左右。这些趋势与我们的实证假设 （Ｈ５）颇为一致，即层

级分流模式加强了直接“上下级”层级的关系纽带，但在直接上下级之

外的向上或向下延伸程度则极为有限。这意味着，层级分流基础上的

人事流动网络在政府科层制度中的延伸或渗透程度是有限的。我们也

分析了在一定概率下的间接关联情形，但在这里不做报告。

图１６：人事流动网络跨层级延伸的概率分布

九、讨论与结论：层级分流、人事网络与国家治理

本文在周雪光（２０１６）层级分流模式基础上，依据中国政府制度安

排和人事管理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的实证假设，并用Ｓ省份市、县两级

政府机构官员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间空间流动与块上流动的相关资料进

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研究目标是：（１）在系统资料基础上，展现省内

市、县两级政府机构主要官员人事流动的趋向和特点；（２）在研究过程

中，提出一系列分析概念、类别和测量，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经验分

析的基准线。虽然我们的经验材料仅限于一个省份，但由于中国政府

高度集中的人事管理制度和实践以及各地政府人事政策的同步性，我

们有理由相信，本文中有关地方政府人事流动的基本趋向和特点有着

更为广泛的启发意义和适用范围。由于我们的资料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这些研究发现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以前的历史时期，尚待新的材料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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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分析大多使用了近乎白描式的描述性统计工具。我们采用

这一研究策略有如下考虑：首先，这一领域中尚没有系统的研究工作，

因此当务之急是提供基础性信息、分析概念和测量指标，以供其他学者

借鉴、批评和改进；第二，关于人事网络的建模和分析技术刚刚起步，许

多网络模型的性质尚未明了。因此，非参数性分析技术（如描述性分析

工具）更为可靠，而复杂模型有着过于拘谨的前提假设，增加了经验材

料在呈现和解释上可能的歧义性。

概括总结本文的主要发现如下：首先，有关层级分流的实证分析和

发现与前文提出的实证假设颇为吻合。这并不奇怪，因为层级分流模

式以及这些实证假设大多从经验观察归纳而来，或依据政府人事管理

规定推断而来。我们看到，地方政府内部的人事流动呈现出“层级分

流”的特点（即假设 Ｈ１、Ｈ２）：第一，在每一行政层次有两个分流方向：

（１）极少数官员经历跨行政区域的空间流动；（２）大多数官员空间不流

动，而只是局限于行政区域内不同机构之间的调动，即块上流动。第

二，空间流动率低，且通常发生在层次最为中心的机构和职位上；流动

幅度随行政层次的提高而逐步扩大。值得指出的是，政府人事管理的

法规有着具体细致的规定和要求，但同时又允许灵活掌握。未来的研

究工作可以仔细比较不同地区、不同时点、不同领导如何在条文规定和

实践灵活性之间平衡把握。

与政府官员空间流动趋向相对应的是地方性人事网络的场景，即

行政区域内各机构间人事流动形成的网络结构。我们发现：第一，不同

区域在不同时间点上的人事网络结构各有不同，反映出地方性、多样性

的特点（即假设 Ｈ３）；第二，地级市与区县层级有着不同的人事网络结

构：前者有着更为层层镶嵌、全网整合性强的“小世界”特征，后者则具

有多中心、各自为政的碎片化特点；第三，块上流动与官员空间流动是

一种松散关联的关系（即假设 Ｈ４）。这些描述性分析为进一步的统计

建模提供了线索。

以上有关地方官员人事流动趋向的意义何在？在已有文献中，学

者们注意到政府行为的一系列特点，如变通和共谋（周雪光，２００８；王汉

生、刘世定、孙立平，１９９７）、强大的动员能力，等等（徐岩、范娜娜、陈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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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２０１５；王汉生、王一鸽，２００９；陈家建，２０１３）。这些行为特点和动员

能力是如何形成的？本文的分析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即地方性人

事网络提供了稳定的组织基础。人事往来渠道同时也有利于信息沟

通、情感交流和资源动员。这种重叠交融的网络结构有利于不同机构

部门进行跨部门、跨领域的交流和动员，提高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有效

性。官员流动的层级分流模式意味着，官员有着双重身份，他们既是自

上而下调遣流动的官，同时又是在某一行政领域中固守的吏。层级分

流的特点导致直接上下级层级间有着密切的人事联系，但在此之外向

上或向下层级延伸触及的可能性则急剧下降（即假设 Ｈ５）。

在以上实质性发现之外，本文针对地方官员空间流动提出了一系

列的分析概念、类型和测量。我们区分了空间流动与块上流动这两个

不同维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四种不同流动类型（见表１）。针对地方性人

事网络，我们从“地方性关联度”和“全网整合度”这两个维度提出了四

种不同的治理模型（见表２）。另外，本文的实证研究针对人事流动的

规模和方向、人事网络结构运用了一系列测量，并利用这些概念的分类

和测量来呈现和分析经验材料。这是本文建立分析和测量工具以推动

该领域进一步发展的初步尝试。

最后，本文的资料、研究中使用的分析概念和技术测量都有很大的

改进余地。我们的资料不是完整无缺的：地市级资料个别年份尚有缺

失，区县级资料只有两个地级市辖区部分年份的信息。本文的经验材

料报告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资料局限性的影响，有待更为精细的研究

工作来修订我们的分析和发现。本文提出的有关流动的类别概念和测

量只是初步尝试，我们的分析大多是描述性的，而不是统计模型上的检

验，更不是因果性检验基础上的发现。这些方面有待在进一步的研究

中改进。特别要指出的是，本文关注的人事流动网络只是中国政府中

各种活跃的网络关系（如同乡、同学、同事、婚姻等基础上的社会网络）

之一。这一网络与其他网络之间的关系及其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我

们希望本文可以引起更多学者对这个领域的兴趣，希望今后的研究工

作可以批评、改进和修正我们的研究设计、概念、测量和研究结论，推动

中国政府体制研究工作的深入性、系统性和可累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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